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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法律援助範疇轉移到民政事務局的建議 

人權監察給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的意見書 

二零零六年五月 
 
 
就法律援助範疇轉移到民政事務局的建議，香港人權監察有強烈的疑慮，擔憂會

令得香港法援降格和法治褪色，因而反對這項建議。 
 
法律援助，本來就不應隸屬於行政機關，英、美、加、澳等法治比較完善的普通

法地區，它們的法援服務都是交由獨立的機構負責，不是由政府部門提供，以保

障它的獨立性。香港的法援服務，交由作為政府部門的法律援助署提供，本來獨

立性就很有問題：行政資源上，由政府決定；在人事上，有關的官員及他們的屬

下，作為公務員，他們職位的任免、評核、升降、調任、聘用標準和條件，都是

由行政機關負責和操控；在是否需要「配合」其他部門的問題上，取決於行政機

關的取向。即使法定的審批法援準則，也不能完全克服架構上從屬造成的缺憾。 

 

在缺乏架構獨立的情況下，政府更要加倍努力維護法援工作的獨立性，致力避免

將它暴露在各種威脅之下，尤其是直接的干預，在實際上和形象上避免進一步削

弱法援的獨立性。 

 

回顧香港法援服務的歷史，香港的法援服務架構，包括作為一個法律方面工作的

政府部門法律援助署，如果不是直接由司法機構掌管，就是由政務司司長(殖民

地年代該職位曾稱為輔政司及布政司)管轄，從來都沒有從屬於任何決策局，因

此可以免受上級政策局直接的干預和控制。一九六七年初，香港司法機構屬下的

法援單位正式成立，正規化和發展了先前在司法系統內演變出來的原始法援服

務，直至一九七零年，香港的法援服務架構，都是附屬於司法機構，獨立於行政

機關。一九七零年，法律援助署成為一個政府部門，令法援服務首次脫離司法機

構，由輔政司(Colonial Secretary,相當於今天的政務司司長)管轄。脫離司法機構之

後，法律援助署從來沒有歸屬過任何政策局的管轄，沒有受到任何一個政策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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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控制。此後，要求法援署獨立的呼聲不絕，而且朝獨立方向的改革仍有寸進。

一九八六年司葛報告(Scott Report)1發表，為香港的法援制度奠立了很多重要概念

和原則，它亦建議法援服務交由一個如審計署般與其他政府部門保持距離的機構

負責，以保持法援的獨立性。翌年，法律界的法律改革聯合專業工作組（Joint 

Profession Working Party on Legal Aid Reform），則進一步建議成立一個獨立的法定

的法援服務局，由法律界組成的一個獨立的委員會負責管理，以保證法援的獨立

性。一九九四年經政府一個小組研究後，政府同意法援署作為一個政府部門的地

位，會造成「觀感問題」，在拒絕讓法援署獨立的同時，提出成立一個法律援助

服務局，認為法援局可以作為法援署與政府和負責日常事務的政府部門之間，起

緩衝之用，有助增強法援署獨立的觀感。政府委任的法援局在一九九六年成立，

但職權有限，負責監督由法援署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務的管理，制定政策以管限由

法援署提供的服務，並就法援署的政策方向提供意見，但它無權就影響獨立性甚

大的職員事宜，以及法援署對個別案件的處理向法援署作出指示。法援局成立

後，委託顧問公司研究法援服務獨立的優劣和可行性，包括比較過香港和其他普

通法國家的做法。顧問經研究後，指出由於架構的原因，法援署決策有機會並不

獨立於政府，獨立性存疑，而非架構性的措施，包括法律上審批法援的準則，不

能全面解決缺乏獨立性存疑的問題。法援局研究顧報告後，亦建議法援署分階段

邁向獨立，可惜政府未有接受這項建議。2 

 

總的來說，自一九七零年法律援助署成立作政府部門以來，法援能否獨立於政府

一直是令人擔憂的，因此關注和改善以至全面獨立的建議不絕，幸好法援服務管

理基本上都是朝著增強其獨立的方向改進，儘管加強法援署獨立性的速度緩慢，

但仍有寸進，而港英以至上一任特首治下，並沒有輕舉妄動，引入進一步削弱法

援獨立的架構變動，至今始遇上的草率而倒退的改動建議，要將法援服務置於一

個政策局的直接控制下，而且更是交給政治角色較重及利益衝突較高的民政事務

局，令法援的獨立性備受威脅。 

 

政府現時把法律援助署由政務司司長的行政署抽出，改由民政事務局處理的建

議，會削弱法援服務的獨立性，及令法援的工作降格，長遠地影響到香港的法治。 

 

民政事務局的職權廣泛，不少涉及爭議較多的範疇，例如鄉村事務，受司法覆核

的機會較大，很可能成為司法覆核其他訴訟一方，架構和職權上的利益衝突較為

明顯。 

 

民政事務局的政治角色吃重，它是負責維護政府形象最主要的部門之一，經常需

要為政府「拆彈」，息事寧人，減少爭端曝光，「遏止」地方及社群對政府的不滿，

                                                 
1 Working Party on Legal Aid, Legal Aid: A Report by the Working Party (1986). 
2 本段提及的香港法援歷史，參考了 Legal Aid Services Council, Legal Aid in Hong Kong (2006), 
Chap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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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衝突亦更為明顯可能會影響法援的決定；即使在一件案件中，實質上沒有影

響到法援的決定，也因未能達到看見是公正的要求，令人懷疑決定受到影響。 

 

建議中的改組，即使在一件案件中沒有傷害法援的獨立性，亦不利於民政事務局

本身的工作，因為案中受到是否批出法援決定影響的人士，可能會怪責民政事務

局影響了或不去影響法援的決定，令該局在調停爭議和衝突，尤其做衝突善後的

工作上，增添困難。 

 

由一個要講人情關係的決策局，去管理一個以法理為準，六親不認的法援署，並

不易為，實質上很容易令法援成為人濟關係和政治考慮的犧牲品。 

 

相比之下，行政署的政治角色較少，職權範圍較窄，成為司法覆對象的機會也會

較低，利益衝突較少，較適宜繼續處理法援服務。 

 

政府給貴委員會的文件說：「法律援助是獨立的政策項目，而有關範疇日趨精細

和複雜。為此，當局認為把法律援助政策與其他同樣重要的政策看齊，即交由一

名局長處理，做法恰當。」3 

 

事實上，與政府的講法恰好相反，如果政府克守本份，真的放手不干預法援的工

作，自一九九六年法援局成立以來，法律援助範疇的工作，應該已比以前減輕，

因為監督由法援署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務的管理，制定政策以管限由法援署提供的

服務，就法援署的政策方向提供意見，這些工作都已交給法援局負責。這些責任

和實務轉移多年之後，政府在法援方面的工作即使沒有減輕，難度和數量也不見

得會大幅增加，尤其近年法援的工作，性質和內容與多年前相比，也沒有重大的

改動，以至需要作架構的轉移。如果政府的工作真有增加，可能只是反映了政府

仍然過度插手法援工作，需要自我制約。即使真有增加，也只是要加強行政署的

層級，而非要作這種觸及港援獨立的架構改動，令香港法治為此付出重大的代價。 

 
交由民政事務局的局長和官員負責法援工作，不但不會顯示政府對法援的重視，

又或反映政府保護法援獨立的決心，相反，我們認為這不過是明升暗降，只是提

升了「現管」者（日常直接對口的政務官）的層級，令局方的干擾一旦出現，就

會比來自行政署的官員更為有力；而在「現管」者和政務司司長中間，多了常任

秘書長和局長等層次，令法援局和法援署更遠離政務司司長，山是高了，不過皇

帝更遠，更容易受到干預，求救時更多阻隔，法援服務的獨立更易受到打擊。 

 

現時法援工作由行政署處理，「現管」者級別較低，法援局和法援署更為貼近政

                                                 
3見政府在二零零七年五月給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的文件：《重組政府總部：法律援助範

疇轉移到民政事務局的建議》（立法會 CB(2)1968/06-07(04)號文件）第３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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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司司長，層級上比較理想，法援在政策和資源上可能得到的支持，比較有保障，

法律援助服務局的功能，也比起降格至受政策局管治，更容易得以發揮，在與其

他部門或司局有衝突，尤其法援獨立受干擾時，找政務司司長尋求支持也較直

接。如果下放給民政事務局，恐怕法援事務將會降格，服務和獨立性都可能受到

削弱。 

 

上述政府給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的文件又說：「考慮到法律援助涉及為公眾提

供服務，當局有意把這項目撥歸民政事務局負責。」4 

 

這個理由根本不成理由，如果「涉及為公眾提供服務」，就可以成為「撥歸民政

事務局負責」的理由的話，香港幾十個部門都要撥給民政事務局管了。 

 

更加成問題的是：這種理由的背後，說明政府如果不是沒有意覺到法援的獨特性

及它在維護法治的重要性，就是政府有意削弱法援的獨立性，要干預和控制法

援，連傷害法治也在所不惜。 

 

如果是前一種情況，那麼現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尤其特首曾蔭權先生，就非

常缺乏識見，對法治並無足夠的認識，缺乏能力了解這種改動對法治帶來的影響。 

 

如果是後一種情況，即有意削弱法援的獨立性，要干預和控制法援，則更為嚴重。 

 

近年有多宗案件，涉及政治上較為敏感的事項，被告或與政府對簿公堂的一方，

得到法援資助，不少案件中，政府更是敗訴收場，引起一些人士攻擊法庭「司法

至上」和「法官治港」，質疑法院和法援的作用，甚至說有人「以法亂法」和「以

法亂港」。人權監察希望這次改善法援的建議，與這些責難和壓力無關。 

 

回歸後香港特區政府第一次提交給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報告中，政府就法援

曾說過冠冕堂皇的話，希望不是欺騙國際社會的伎倆。當時政府說：「政府深信，

法律援助制度不單只應該 －－ 而且還必須讓人看到是 —— 不偏不倚、公平和

獨立的。」5這次改變法援架構的建議，完全是與這些原則背道而馳。人權監察

希望政府堅守這些原則，放棄這次改變法援架構的建議，改而提出法援獨立於政

府的安排。 

 

最後，人權監察亦要指出我們的另一項憂慮：我們擔憂當局漠視法援局在法援事

務和架構改動這方面的法定諮詢地位。政府在公布建議前，究竟有無諮詢該局，

                                                 
4 同上。 
5 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提交的第一次報告

＞第 29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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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有否給予他們充份的機會，詳細諮詢、研究和討論政府的建議作出決定。立

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有需要邀請法援局出席會議，了解特首向他們諮詢的

實況和進展，以及該局對這次改動建議的意見。 

 

結語 

香港法治是重要的社會支柱，亦是我們與鄰近地區競爭的優勢所在，不容有失，

基於上述多項理由，香港人權監察反對將法律援助範疇轉移到民政事務局的建

議。 


